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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时
空耦合

周　 扬１，∗，虞思佳２，俞紫嫣２

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２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粮食生产事关国计民生，粮食主产区作为国家粮食稳产保供的“压舱石”，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学界围绕

主产区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少有研究关注主产区粮食生产、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 基于

粮食主产区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１２６５ 个县域单元的粮食生产、社会经济、生态保护、自然环境等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技术、耦合协调

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在系统分析主产区粮食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时空格局演变特征的基础上，探究主产区粮食⁃经
济⁃生态系统的时空耦合规律，并探测其主要驱动力。 结果表明：①过去 ２０ 年，主产区粮食生产、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均取得了

较大成就，但后十年粮食增产、经济增速有所减缓，部分地区生态系统出现“退化”现象；主产区粮食生产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

了 ２８８ 公里。 ②主产区粮食生产呈现东北三省和中部传统农区高、西部地区低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自东向西逐渐递

减的梯度规律，ＮＤＶＩ 呈现“南高北低、东高西低”分布格局。 ③研究期内主产区粮食⁃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但
过去 ５ 年有所下降。 ④主产区粮食⁃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受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双因子交互驱动力大于单因子作用，
交互作用类型以双因子非线性增强为主。 研究结果有望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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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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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粮安则天下安。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

全的重要基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始终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１］。 中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大国，用世界上不到 ７％的耕地养活着世界上 ２１％的人口［２］。
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 １４ 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

作出了重大贡献。 ２０２３ 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 ６９５４．１ 亿 ｋｇ，连续 ９ 年稳定在 ５０００ 亿 ｋｇ 以上，粮食生产实现

“二十年丰”，人均粮食占有量达 ４９３ ｋｇ，远高于国际公认的 ４００ ｋｇ 粮食安全线，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３］。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将粮食安全置于重要战略地位。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国政府采取

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粮食储备和管理制度、设立粮食主产区、实施农业支持保

护政策及粮食安全保障立法等措施［４］。 随着时间推移，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目标、范围和方式不断调整［５］。
其中，２００３ 年划定的 １３ 个粮食主产区（下称“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了重要“压舱石”作用［６］。
主产区的设立有利于集聚资源，要素加大对主产区投入，提升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然而，由于粮食生产

的正外部性和资源占用，产量大县非农产业发展受限，经济发展滞后，财政困窘，“粮财倒挂”问题突出［７］。 部

分产量大县陷入了“粮食贡献越大，财政收入越少，农民收入越低，经济越落后”的恶性循环，削弱了地方政府

抓粮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隐患［８］。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进入动荡变革期，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不断抬头，大

国博弈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日益呈现多元化和健康

化趋势［９］。 在这一背景下，粮食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多元食物供给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然而，我国

粮食供需区域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主产区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粮食增产能力逼近极限，增产难度不断

加大。 如何统筹协调好主产区粮食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学界围绕主产区耕地利

用效率［１０］、耕地撂荒［１１］、农业绿色发展［１２］、耕地污染［１３］、规模化经营与农民增收［１４］、农民种粮意愿［１５］、利益

补偿机制［１６］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 有研究认为，主产区耕地利用效率呈波动下降趋势［１７］，但也有研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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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体呈上升趋势，整体效率不高［１０］。 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等主产区耕地理论生产潜力是实际生产能力

的 １．５６ 倍［１８］。 近年来，受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外流、农民种粮收益偏低等因素影响，主产区 ５．８５％的耕地撂

荒，导致粮食减产 ４．６９％［１１］。 此外，主产区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不高、科技贡献不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等问

题突出［７］。 主产区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更快、老年抚养比更重，对粮食生产影响显著［１９］。 但也有研究认为农

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的粮食产量没有显著影响［２０］。 种粮效益具有明显区域异质性，东
部地区和粮食主销区种粮效益高于中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２１］。

粮食生产被普遍认为是主产区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尽管主产区在粮食增产速度、增产贡献和生产

地位上优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但其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社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２２］。 例如，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２０ 年，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了 ３８．６４ 倍，低于主销区的 ４８．４９ 倍和产销平衡区的 ４２．２０ 倍［３］。 主产区多

属于限制开发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受限，主要原因在于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粮食生产约束等政策限

制，使得主产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呈现萎缩态势，进而加剧了粮食安全风险、水土资源错配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

题［２３—２４］。 自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主产区的粮食重心整体上向东北方向移动，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协调

度逐渐减弱，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协调度有所改善，而东北和中部主产区的协调度则下降［２５—２６］。 目前，主产

区“三生”发展（生产、生活、生态）仍处于初级协调演化阶段［２７］。 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年

扩大，这一现象主要源于主产区承担了过多的粮食生产义务，导致失去发展其他产业的机会［２８］。 不完善的国

家粮食政策和产销区补偿机制被认为是导致这一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２３］。 如果这种情况长期持续下

去，必然会削弱主产区政府对粮食生产的重视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２９—３０］。
粮食生产有助于生态系统保护，主产区的生态安全对于保障可持续粮食生产至关重要［３１—３２］。 主产区的

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遏制耕地“非粮化”趋势，减少农业对生态系统的影响［３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３
个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存在周期性偏离，耦合协调度较低且空间差异明显［３４］。 尽管主产

区土地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农业水资源脆弱性与粮食安全的耦合协调度缓慢上

升［３５—３７］，但主产区粮食生产生态效率远低于非期望产出效率，且整体效率仍然不高，部分主产区尚未实现高

效绿色发展［３９］。 此外，主产区的粮食生产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粮食整体产能，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其安全性

主要体现在数量、质量、结构和生态安全等多个维度［７，４０—４１］。 通过技术进步，主产区能抑制农业碳排放［４２］。
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减轻农业自然灾害的影响，对非主产区更为明显［４３］。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激活农业竞争性

要素市场和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主产区农业高质量发展［４４］。 过去十年来，粮食主产区农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４５］。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粮食生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主产区社会经济发

展滞后的原因，以及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 普遍认为，主产区社会经济发展显著落后于

非主产区，并强调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的重要性。 关于主产区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研究仍存在争议，
生态保护的研究多集中在土地生态效应和农业减排方面，且多为省级层面或单个主产省份，缺乏县级精细分

析。 更为关键的是，现有研究未能将生态保护与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进行综合考量。 鉴

于此，本研究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主产区县级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技术、耦合协调度模型及地理探测器模型，探
讨粮食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时空耦合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系统揭示过

去 ２０ 年间主产区粮食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时空耦合关系，并探讨其驱动机制。 研究结果有望为国家

有关部门在调整粮食生产策略和制定生态保护决策时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粮食主产区包括河北、内蒙古、辽宁等 １３ 个省，覆盖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地（图 １）。
区内地形平坦、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粮食产量高且种植比例大，是保障国家粮食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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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区域。 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主产区耕地面积达到 ８７３６．６ 万 ｈｍ２，占全国耕地总

面积的 ６８％。 ２０２０ 年，主产区粮食产量为 ５２６０ 亿 ｋｇ，占全国总产量的近八成，而 ７ 个主销区（包括北京、天
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仅占全国总产量的 ４．２９％，需要从主产区调入大量粮食以满足需求。

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产销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 ２０２０ 年，主产区常住人口达 ７．９７ 亿人，占
全国总人口的 ５６．５２％；城镇化率为 ６２．８４％，虽然高于产销平衡区（５６．５１％），但远低于主销区的 ７６．６９％。 同

年，主销区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０３５８８ 元，而主产区为 ６６９７６ 元，约为主销区的 ６４．７％。 产销区之间的人均 ＧＤＰ 绝对

差距从 ２００３ 年划定时的 １３７９７ 元扩大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６６１２ 元。 在财政收入方面，２０２０ 年主销区人均财政收入

为 １２７２０．１１ 元，而主产区仅为 ５７８０．２９ 元，不到主销区的一半。 主销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２５７０８ 元，
主产区为 １７２４６ 元，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总体来看，主产区在人均经济水平上明显落后于主销区，呈现“产
量大省、经济穷省”的突出现象。

图 １　 中国粮食主产区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ｊｏｒ ｇｒ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主产区的人均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滞后于主销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已成为当务之急。 ２０２０ 年，主销区的

人均公共预算支出为 １７５２４．９３ 元，而主产区仅为 １３４７２．６１ 元；在人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方面，主销区为

１５４７．８１元，主产区则为 １１７２．５２ 元。 在人均卫生健康支出上，虽然主产区略高于主销区，为 １５４５．４４ 元，而主

销区为 １２０９．３６ 元，但在人均教育支出上，主产区显著低于主销区，分别为 ２１７４．７３ 元和 ３０７１．３０ 元。 以上数

据凸显了主产区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显著短板，表明缩小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刻不容缓。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分析技术、协同耦合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研究过去 ２０ 年主产区粮食生产、
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的时空耦合关系，并探测其演变的驱动机制。

（１）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ＣＣＤ）模型是一种用于分析和评估不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

用与协调性的工具，能够衡量系统内部耦合程度及其协调状况［４５］。 在本研究中，主产区的粮食生产、经济发

展和生态保护被视为粮食⁃经济⁃生态三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 为描述这些子系统，粮食子系统以各县的粮食

总产量为指标，经济子系统用 ＧＤＰ 表征，生态子系统由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ｏｒｍ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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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ＤＶＩ）来表征。 由于各子系统的指标单位不同，本研究采用极值法对各指标进行无量化处理。
粮食⁃经济⁃生态系统包含粮食（Ｕ１）、经济（Ｕ２）和生态（Ｕ３）三个系统，其耦合度（ＣＤ）表征三个子系统之

间相互作用的强弱，数值范围介于 ０—１ 之间，值越大表示耦合度越高，子系统间的离散程度越小。 耦合度的

计算公式如下：

Ｕｉ ＝ ∑
ｍ

ｊ ＝ １
ｗ ｊ ｘｉｊ 　 　 　 　 　 （１）

ＣＤ＝
Ｕ１×Ｕ２×Ｕ３

（Ｕ） １＋Ｕ２＋Ｕ３） ３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 ３

（２）

Ｔ＝α１Ｕ１＋α２Ｕ２＋α３Ｕ３ （３）

ＣＣＤ＝ 　 ＣＤ×Ｔ （４）
式中：Ｕｉ表示每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本研究中 ｉ ＝ １，２，３ 分别代表粮食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生态子系

统），ｘｉｊ表示第 ｉ 个子系统中第 ｊ 个指标的标准化值，ｗ ｊ表示相应的权重，ｍ 表示指标数量；ＣＤ 表示耦合度，Ｕ１、
Ｕ２、Ｕ３分别表示粮食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α 表示各子系统的权重，粮食生产、经
济发展和生态保护被视为同等重要，本研究进行等权处理；ＣＣＤ 表示系统耦合协调度，其值越大，耦合协调度

越高。
参考已有研究［４５］，本研究将粮食⁃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ＣＣＤ）划分为 ５ 个等级（表 １）。

表 １　 粮食⁃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协调等级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耦合协调度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严重失调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极度失调 （０．０，０．１）
严重失调 ［０．１，０．２）

中度失调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ｉ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中度失调 ［０．２，０．３）
轻度失调 ［０．３，０．４）

基本协调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濒临失调 ［０．４，０．５）
中度协调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中度协调 ［０．５，０．６）

初级协调 ［０．６，０．７）
高度协调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中级协调 ［０．７，０．８）

良好协调 ［０．８，０．９）
优质协调 ［０．９，１．０）

（２）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用于探测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驱动因子的空间分析方法，包含因子探测、风险探测、交互

探测和生态探测四个子探测器［４６］。 该模型通过定量评估变量之间的空间一致性来识别驱动因子，广泛应用

于环境科学、地理学和社会经济等领域［４７］。 地理探测器能处理非线性和复杂的空间关系，不要求变量间满足

特定分布假设，还能定量评估多个驱动因子的相对重要性，并处理大规模空间数据，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４６］。
本研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来识别影响主产区粮食⁃经济⁃生态系统时空耦合的主导因子。 核心公式是：

ｑ ＝ １ －
∑ Ｌ

ｈ ＝ １
Ｎｈ σ２

ｈ

Ｎ σ２ （５）

式中：ｑ 表示驱动因子的解释力，Ｌ 表示子区域数量（即本研究中的县域单元数），Ｎｈ和σ２
ｈ分别为第 ｈ 个子区域

的样本数量和方差，ｈ 和σ２分别为全区域的样本数量和方差。 ｑ 值越大，表明驱动因子的解释力越强。
１．３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研究时段为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研究单元为 １３ 个粮食主产区的县域，覆盖区、县、县级市等行政

单元。 全国 １３ 个粮食主产区共包含 １５５７ 个县域单元，由于个别年份社会经济及粮食生产等数据缺失以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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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划调整，最终确定了 １２６５ 个县域单元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含 ５８５ 个产量大县。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

２００９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新增 １０００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全国有 ８００ 个产量

大县名单，其中有 ６８０ 个产量大县位于 １３ 个粮食主产区。 由于资料缺乏，本研究不包括黑龙江农垦的 ５５ 个

农场，以及 １９ 个因行政区划调整数据确实的区县，故仅包括 ５８５ 个产量大县。
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包括社会经济数据、气象数据和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等。 社会经济数据（如粮食

产量、农作物播种面积、人口、ＧＤＰ、财政支出、产业增加值等）来自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各省的统计年

鉴；夜间灯光数据来自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ｏｄａｔａ．ｃｎ）；气象数据来自国家气象科学数

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ＮＤＶＩ 数据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布的 ＭＯＤ１３Ａ３ 卫星产品（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
５０６７ ／ ＭＯＤＩＳ ／ ＭＯＤ１３Ａ３．００６），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１ ｋｍ，时间分辨率为 ３０ ｄ。 这些数据为本研究提供了全面

且精确的基础，使得研究能够系统分析粮食主产区在过去 ２０ 年中的粮食生产、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时空耦

合关系及其驱动因素。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时空格局变化

２．１．１　 粮食生产时空格局变化

在研究期内（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能力显著提高，产量持续增长并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

异。 主产区的粮食总产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２５０ 亿 ｋｇ 增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５７０ 亿 ｋｇ，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５０５０ 亿 ｋｇ，年均增

长率为 ２．２３％。 值得注意的是，前 １０ 年的增长幅度是后 １０ 年的 １．１９ 倍。 县均粮食产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５６ 亿

ｋｇ 增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６２ 亿 ｋｇ，２０２０ 年进一步提升至 ３．９９ 亿 ｋｇ。
从空间分布来看，粮食产量超过 ５ 亿 ｋｇ 的县域比例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２．０９％增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６．４８％，并在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２８．９３％，这些高产县主要集中在东北、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同时，产量低于 １ 亿 ｋｇ 的

县域比例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６．４０％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４．１１％，２０２０ 年为 ２３．１６％，这些低产县域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

西部及北部、四川西部等地。 此外，产量在 ２—５ 亿 ｋｇ 的县域比例也有所下降，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１．０２％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３．１２％（图 ２）。

在 ５８５ 个产量大县中，这些县贡献了主产区约 ７１％至 ７６％的粮食。 产量大县的粮食产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３２０ 亿 ｋｇ 增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４８０ 亿 ｋｇ，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３８１０ 亿 ｋｇ，分别占主产区总产量的 ７１．３８％、７６．１５％、
７５．４５％。 这些大县的平均粮食产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９．６６ 万 ｔ 增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５．９４ 亿 ｋｇ，２０２０ 年进一步达到

６．５１ 亿 ｋｇ。 产量超过 ５．０ 亿 ｋｇ 的产量大县数量从 ２０００ 年 １３８ 个（占产量大县的 ２３．５９％）增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０６
个（５２．３％），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３２３ 个（５５．２％）。 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过去 ２０ 年间，主产区粮食生产重心不断

北移，２０００ 年位于山东省金乡县，２０２０ 年北移至山东省博兴县，向东北方向移动了 ２８８ｋｍ（图 １）。
从整体趋势来看，主产区内 ７５．３％的县域（９５２ 个）粮食产量呈增长趋势（斜率大于 ０），其中 ３２ 个县域年

增产超过 ５０００ 万 ｋｇ。 增产速度最快的前 ５ 个县域分别是辽宁昌图县（增长速度为 １．２２ 亿 ｋｇ）、黑龙江富锦

市（１．１５ 亿 ｋｇ）和龙江县（１．０７ 亿 ｋｇ）、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９４００ 万 ｋｇ）和扎赉特旗（８８００ 万 ｋｇ）。 与此同

时，３１３ 个县域粮食产量呈现下降趋势，占 ２４．７％，其中 ３０４ 个县粮食年减产 １０００ 万 ｋｇ 以下，零星分布在中

部、南部和西部等地；９ 个县域年减产超 １０００ 万 ｋｇ。 在 ５８５ 个产量大县中，６８ 个县域产量呈下降趋势、５１７ 个

县域呈现上升趋势。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及粮食生产的自然条件、生产经验、农业科技等优势扩

大，主产区粮食产量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粮食生产重心逐渐向主产区转移。 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体系中

所扮演的作用也愈发重要。 总体来看，过去 ２０ 年间，主产区粮食产量持续增长，但后十年的增速和增量均较

前十年有所减缓。 粮食生产逐步集中在产粮大县，其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贡献了全国超过

６０％的粮食产量，占主产区产量的 ７５％左右，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力量。 这一趋势表明，产量大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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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主产区粮食生产时空格局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２０

维持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愈发关键，其地位也随之进一步巩固。
３．１．２　 经济发展时空格局变化

在过去的 ２０ 年里，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产区经济水平也显著提升。 全国 ＧＤＰ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００２８０．１ 亿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０１３５６７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１２．４４％。 与此相比，主产区 ＧＤＰ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５．０３
万亿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９．０９ 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１０．７９％。 尽管主产区 ＧＤＰ 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但其整体经济水平显著提高。 平均而言，主产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ＧＤＰ 分别为 ３９．８２ 亿元、１４８．３４ 亿元、
３０９．０５ 亿元，前 １０ 年（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３．７３ 倍，后 １０ 年（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增长 ２．０８ 倍，年均增长率分别

为 １４．０６％和 ７．６２％。 这一数据显示，后 １０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主产区 ＧＤＰ 小于 ５０ 亿元的县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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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８０．１６％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１．１９％，２０２０ 年进一步降至 ５．６９％；而 ＧＤＰ 超过 ５００ 亿的县域比例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３９％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３２％，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１５．５７％（图 ３）。
从空间分布来看，主产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呈现自东向西逐渐递减的梯度规律。 东部沿海的江苏、山东

等地经济发展较快，而东北三省、内蒙古、四川等地相对较低。 产量大县的经济增长趋势与此类似，其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 ＧＤＰ 平均值分别为 ３９．９１ 亿元、１５０．７７ 亿元和 ３０９．７７ 亿元，前后 １０ 年分别增长 ３．７７ 倍和

２．０５ 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１４．２２％和 ７．４６％，显示出过去 １０ 年产量大县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主产区经济发展时空格局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２０

从整体趋势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主产区有 １２５９ 个县域 ＧＤＰ 呈上升趋势，仅有 ６ 个县域 ＧＤＰ 出现下降。
主产区 ＧＤＰ 年均增长速度为 １５．５８ 亿元，其中 ５１％的县域 ＧＤＰ 年均增长超过 １ 亿元，４８．３％的县域增长在

０—１ 亿元之间。 产量大县 ＧＤＰ 年均增长速度为 １５．５７ 亿元，接近主产区平均水平。 这一趋势表明，主产区在

过去 ２０ 年间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但仍存在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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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生态保护的时空格局变化

粮食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环境成效。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主
产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森林覆盖率明显提升。 根据中国最近四次森林清查数据，到 ２０１８ 年底，１３ 个粮

食主产区的平均森林覆盖率为 ３４．４２％，较 ２００３ 年底的 ２７．７５％提高了 ６．６７ 个百分点。 其中，江西、湖南、黑龙

江、吉林、湖北、辽宁、四川等省份的森林覆盖率超过 ３８％，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３４．４１％）。
从 ＮＤＶＩ（归一化植被指数）来看，主产区的 ＮＤＶＩ 平均值呈现先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趋势。 ２０００ 年，主产

区 ＮＤＶＩ 平均值为 ０．６９，２０１０ 年上升至 ０．７４，但 ２０２０ 年略微下降至 ０．７２。 空间上，除内蒙古中西部外，主产区

的 ＮＤＶＩ 值整体较高，呈现“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ＮＤＶＩ 值大于 ０．７ 的县

域单元分别为 ７８９ 个、１０１０ 个和 ８３７ 个，占主产区的 ６２．４％、７９．８％和 ６６．２％（图 ４）。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主产区生态保护时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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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变化的角度来看，在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间，主产区 ７８．７％的县域 ＮＤＶＩ 得到了改善，特别是在四川、湖
南、内蒙古东部、东北三省与内蒙古交界地区的改善尤为明显。 然而，主产区内仍有 ２９９ 个县域的 ＮＤＶＩ 值呈

下降趋势，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内蒙古西部和河南等地。 其中，江苏、山东、河北的植被退化较为严重，江苏

省有 ７４％的县域 ＮＤＶＩ 出现退化，河北和山东分别有 ３７％的县域 ＮＤＶＩ 退化。
粮食主产区植被覆盖度的改善对粮食生产有着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植被的根系固定

土壤，减少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同时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土壤肥力，促进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粮食产

量和质量。 二是，植被涵养水源，增加地下水储量，减少旱涝灾害影响，提供稳定的水源保障。 植被还通过蒸

腾作用和遮荫效应调节区域气候，降低地表温度，减少风蚀和沙尘暴的发生频率，创造适宜的气候条件。 此

外，植被改善促进生物多样性，增加农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逆性，有助于控制病虫害，减少农药使用，保护

生态环境。 三是，植被改善增强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供健康的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可持续性。
通过生态保护措施，农民获得更多生态补偿和政策支持，进一步激励他们参与植被改善和生态保护行动。
２．２　 主产区粮食生产、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

在过去 ２０ 年里，主产区粮食⁃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不断提升，但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２０００
年，主产区中 ３０．３６％和 ５８．３４％的县域分别处于严重失调和重度失调状态，仅有 ９．２５％、１．１１％和 ０．９４％的县

域处于基本协调、中度协调和高度协调状态（图 ５）。 然而，随时间推移，到 ２０１０ 年，耦合协调度显著改善，只
有 ２．０６％的县域处于中度失调状态，而 ３％、２８．８５％和 ６６．０９％的县域分别达到了基本协调、中度协调和高度协

调状态。 ２０１５ 年，主产区高度协调的县域比例进一步增至 ７５．８９％，重度协调县域比例下降至 １６．６０％。 然而，
到 ２０２０ 年，这一趋势出现了逆转，主产区高度协调和中度协调县域比例分别下降至 ５８．５％和 １７．７１％，基本协

调县域比例增至 １４．９４％，８．７７％的县域处于中度失调状态。 这一变化表明，２０１５ 年是主产区粮食⁃经济⁃生态

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最佳状态，随后 ５ 年，约 ３２．９％的县域耦合协调度从高度协调退化到中度或基本协调状态。
这种“倒退”现象可能与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有关，经济发展更加注重质量而非速度，经济增长速

度减缓，加上主产区粮食增产的放缓，导致耦合协调度出现下降。
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主产区内有 ９５．１８％的县域（１２０４ 个）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斜率

大于 ０），仅有 ６１ 个县域呈下降趋势，后者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总体而言，东北三省的耦合协调度上升

最为明显。 然而，从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耦合协调度下降最明显的地区集中在东部沿海、河南中部及湖南湖北交

界地带。 耦合协调度退化的县域多位于 ＮＤＶＩ 下降的地区，可能是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耕地、草地和林地数

量减少所致（图 ４、图 ５）。
显而易见，尽管主产区过去 ２０ 年实现了粮食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不断协调，但仍面临平衡三者

关系的严峻挑战。 一方面，粮食生产的高投入和高产出要求导致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使得生态系统

受到破坏，土壤退化、水资源匮乏等问题愈加严重。 另一方面，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和工业发展的

限制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主产区在政策和实际操作中，常常难以找到平衡点，不得不在粮食安全、经济

利益和生态保护之间进行艰难的权衡，这使得这些地区在长期发展中面临诸多困境。 这些动态反映了主产区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需要更加综合的政策支持和精准的调控措施，以平衡粮食生产、经济增长和生态

保护之间的关系。
２．３　 主产区粮食⁃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驱动机制

主产区的粮食⁃经济⁃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受多种自然、经济、社会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 参考已

有研究［４８］，本研究选取了包括自然环境、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等三个维度的 １３ 个指标，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

探测主产区粮食⁃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的驱动机制。 单因子探测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如夜间灯光指

数、工业增加值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是主产区粮食⁃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的主要驱动因子，农业发展

的影响相对较弱。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因素（如温度、降水、日照时数）对三个子系统耦合协调的影响逐渐

减弱（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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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主产区粮食⁃经济⁃生态系统时空耦合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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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２０２０

在不同年份中，主产区粮食⁃经济⁃生态三个子系统协调耦合的决定性因子各不相同。 ２００５ 年，年均气温

（Ｘ１２）、夜间灯光指数（Ｘ１）、工业增加值（Ｘ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Ｘ１０）、年日照时数（Ｘ１３）被识别为主导

因子；２０１０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Ｘ４）、农作物播种面积（Ｘ８）、年日照时数（Ｘ１３）成为主导因子；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夜间灯光指数（Ｘ１）、年均气温（Ｘ１２）、工业增加值（Ｘ５）、第二产业单位从业人员（Ｘ３）等再次被识别

为主导因子。 可见，高水平的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更好的基础设施、技术支持和资金投入，这有助于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但同时也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压力。 此外，气候条件，特别是年均气温，对农业生产具有直接

影响，适宜的温度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并提高产量，而极端气候条件则可能对粮食生产带来负面影响。
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明，主产区粮食⁃经济⁃生态三个子系统耦合协调的双因子作用 ｑ 值均高于单因子影

响程度，且这些因子间的交互作用主要表现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其中双因子非线性增强是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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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主产区粮食⁃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单因子探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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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灯光指数（Ｘ１）、人口数（Ｘ２）、第二产业单位从业人员（Ｘ３）、第一产业增加值（Ｘ４）、工业增加值（Ｘ５）、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Ｘ６）、土

地城镇化率（建设用地占比）（Ｘ７）、农作物播种面积（Ｘ８）、设施农业占地面积（Ｘ９）、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Ｘ１０）、年降水量（Ｘ１１）、年平均

气温（Ｘ１２）、年日照时数（Ｘ１３）。 限于篇幅，仅显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四年结果

形式（图 ７）。 具体而言，２００５ 年，夜间灯光指数（Ｘ１）与第二产业单位就业人数（Ｘ３）、工业增加值（Ｘ５）、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支出（Ｘ６）、土地城镇化率（Ｘ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Ｘ１０）之间的双因子增强作用显著；２０１０
年，夜间灯光指数（Ｘ１）仅与第一产业增加值（Ｘ４）对系统耦合协调呈现双因子增强作用，与其他因子则表现

为非线性增强；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夜间灯光指数（Ｘ１）与人口发展（Ｘ２）、第二产业单位从业人员（Ｘ３）、工业

增加值（Ｘ５）、设施农业占地面积（Ｘ９）、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Ｘ１０）等之间因子增强作用更为明显。 总体来

看，主产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粮食⁃经济⁃生态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的作用呈现非线性增

强的特征。 这意味着，主产区始终面临着粮食生产、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复杂平衡问题。 在不同的发

展阶段和区域，如何有效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确保主产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挑战。 这也提示了政策

制定者在推动主产区发展时，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寻求更加平衡的发展路径。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结论

（１）过去 ２０ 年，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能力显著提高，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提升了 ５．２４ 个百分

点，增产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主产区粮食生产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了

２８８ 公里。 然而，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受到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落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和

资源环境约束等因素的影响。 尽管如此，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度提升，对粮食生产

和生态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未来，主产区需要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并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以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２）主产区粮食⁃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逐步提升，但也经历了一些波动。 ２０００ 年，许多县域处于

严重或重度失调状态，仅少部分处于协调状态。 到 ２０１０ 年，情况显著改善，基本协调、中度协调和高度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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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主产区粮食⁃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双因子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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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数量大幅增加。 ２０１５ 年，７５．８９％的县域达到高度协调状态，但到 ２０２０ 年，这一比例下降至 ５８．５％，中度

和基本协调的县域比例增加。 总体来看，主产区 ９５．１８％的县域耦合协调度在过去 ２０ 年呈上升趋势，特别是

在东北三省。 然而，东部沿海、河南中部、湖南湖北交界地带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主要因为城市化导致耕

地、草地和林地减少。 未来需要更加注重粮食安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
（３）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经济⁃生态系统受自然、经济、社会等多因素的交互影响，形成复杂系统。 经济发

展水平是主要驱动因子，农业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弱，自然因素的作用逐渐减弱。 双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

明，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以双因子非线性增强为主。 总体来看，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主产区粮

食⁃经济⁃生态系统的协调耦合作用呈非线性增强，意味着主产区在粮食生产、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仍然

面临复杂的平衡问题。
３．２　 讨论

本研究仅使用粮食产量、ＧＤＰ 与 ＮＤＶＩ 三个指标来表征县域粮食生产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保护状

况，评价指标相对单一，未能全面反映复杂的系统关系。 由于数据限制，在地理探测器的驱动机制分析中，未
充分考虑地理条件、耕地质量、农业科技水平、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及粮食政策和生态补偿等因素。 因此，主产

区粮食⁃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的驱动机制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尽管如此，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尝试探究主产区粮食生产、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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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２０ 年主产区是否实现粮食生产、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或协调的实践支撑。 研究发现，主产区过去 ２０ 年粮

食⁃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这与前人研究中关注的生态或资源⁃粮食、生态⁃经济系统耦合的结

果一致［３５—３７］。
在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背景下，粮食主产区在推动实现农业强国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中扮演重要角色。 为实现主产区粮食生产、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之间的平衡，应采取如下措施：
（１）推动耕地保护向耕地保用转变。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基，耕地可持续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至关

重要［４９］。 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村人口减少，青壮年劳动力迁移，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加之种粮收益偏低，耕
地撂荒问题日益严重，威胁粮食生产［５０—５１］。 过去 ２０ 年我国较好地实现了耕地资源保护，但对耕地资源利用

不足。 因此，需要推动耕地资源保护向耕地保用转变，以提高粮食生产的持续性。
（２）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面对主产区粮食增产放缓的

挑战，需要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升粮食生产效率及其可持续

性。 同时，需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通过优化土地和科技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此外，面对农村人口快

速老龄化和农业劳动力减少的问题，亟需加快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包括生产资料供应、农机作业服务和技术

指导，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提高组织化程度和服务水平。
（３）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 一方面，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完善能够为农民提供

更为稳定的收入保障。 当前，粮食价格波动和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往往使农民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而科学

合理的补贴政策、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农资补贴等支持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农民的种粮风险，提升其经济收

益，从而增强种粮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完善还应包括对农业生产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例如，推进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善耕地质量、推广绿色高效农业技术等措施，能够提高农民种粮的生产效率

和效益。 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农业保险制度建设，扩大保险覆盖面，帮助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因素带来

的风险。 这些举措不仅可以提升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还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４）完善对粮食主产区和产粮大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快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提升地方

政府抓粮积极性。 纵向上，需要加大对产量大县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向商品粮调出量大、对粮食安全贡献突出

的县域倾斜。 针对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薄弱的问题，应实施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行动计划。 横向上，建
立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统筹考虑产销区的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因素，由主销区向主产区给予一定的资金

支持。 同时，粮食主产区应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种粮的比较优势，立足于自身的自然资源禀赋，优化区域

布局与产业结构，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摆脱“种粮受穷、农民不富”的困境，打破“财粮倒挂”的局面。 此

外，政策设计应将粮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置于生态安全战略框架内，以提升粮食产业链共享价值为主导，保障

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为行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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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２０１９．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３， １２５： １０６４９６．

［５０］ 　 Ｒｅｎ Ｃ Ｃ， Ｚｈｏｕ Ｘ Ｙ， Ｗａｎｇ Ｃ， Ｇｕｏ Ｙ Ｌ， Ｄｉａｏ Ｙ， Ｓｈｅｎ Ｓ Ｓ， Ｒｅｉｓ Ｓ， Ｌｉ Ｗ Ｙ， Ｘｕ Ｊ Ｍ， Ｇｕ Ｂ Ｊ． Ａｇｅｉｎｇ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２３， ６１６（７９５５）： ９６⁃１０３．

［５１］ 　 Ｇｕｏ Ａ Ｄ， Ｙｕｅ Ｗ Ｚ， Ｙａｎｇ Ｊ， Ｘｕｅ Ｂ， Ｘｉａｏ Ｗ， Ｌｉ Ｍ Ｍ， Ｈｅ Ｔ Ｔ， Ｚｈａｎｇ Ｍ Ｘ， Ｊｉｎ Ｘ， Ｚｈｏｕ Ｑ Ｓ．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３， ４１８： １３８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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